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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４９ 个地级及以上沿海城市面板数据， 测算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和

贸易便利化指数， 实证分析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１） ２００２ 年以

来， 沿海城市经济活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稳步提升， 但城际差距逐渐扩大； （２） 贸易便利化能够提

高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 （３） 当创新能力超过门槛值时， 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

强； （４） 工资水平、 金融规模是贸易便利化影响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渠道； （５） 贸易便利化对经济

活力的促进作用在南方沿海城市， 以及较大规模、 较高行政级别和较高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沿海城市中表

现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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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当前， 逆全球化趋势加剧， 中国开展对外贸易活动面临困难， 与欧美国家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减弱［１］。
与此同时， 中国对外贸易重心逐渐转移， 与亚非国家贸易联系则日益紧密。 面对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的要求， 对 “形成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

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进行了全面部署。
沿海城市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纽带， 一直是

中国重要的外贸口岸及进出口基地， 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城市经济活力代表着城市集聚并利用各种经济要素促进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 其影响因素可

划分为城市自身禀赋和外部冲击两大方面。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 优越的经

济社会发展基础以及政策优势， 沿海城市在凝聚各种要素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经济增长强劲有力，
极具经济发展活力。 然而， 不同沿海城市先天禀赋的差异并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 与此同时， 面对需求

相对弱化的国际国内环境， 沿海城市经济活力面临着持续衰退的巨大风险。 由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各类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频发， 国际贸易依旧呈现出疲弱态势， 国外市场的萎缩导致中国出口下行压力

增大， 削弱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进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２］。 东部沿海城市与国际市场联系更

为紧密， 受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首当其冲， 进出口贸易的低迷不仅阻碍了沿海城市经济增长， 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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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了沿海城市对国外要素资源的集聚能力。 同时， 劳动力市场的困境也将成为制约中国沿海城市经

济活力的另一不利因素。 短期来看， 稳就业压力较大； 长期来看， 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丰富的人力

资源是衡量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何提高对劳动力资源的吸引能力是沿海城市在提升经济

活力时所面临的难题。 此外， 房地产行业的衰退使得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 依

靠政府支出激发城市经济活力的手段受限。 在此背景下， 改善贸易便利化水平成为激发沿海城市经济

活力、 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手段， 通过提升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 将有助于巩固沿海城市

开放先导地位、 发挥对内陆地区的辐射作用、 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 助推国家经济全面复苏。 因此，
以沿海城市为研究对象， 探讨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 沿

海城市经济活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究竟如何？ 贸易便利化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经济活力？ 不同地区、 规

模、 行政级别城市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这将是本文讨论的主

要内容。
与城市经济增长等成熟的学术概念相比， 城市经济活力在体现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 重点反

映城市对生产、 生活要素的凝聚能力， 强调城市经济成长的潜力， 其蕴含的发展理念要求城市经济在追

求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应注重城市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城市经济活力的高低反映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的

经济发展余地， 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当前消费需求不足、 国外需求不振、 人口老龄化加剧、 城市

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 城市经济成长的潜力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鉴于此， 本文以 ４９ 个地级及以上

沿海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 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 测算中国沿海城市

经济活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从经济增长活力、 创业活力、 生产活力、 消费活力、 投资活力五

个维度测算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 第二， 借鉴威尔逊等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３］ 的研究， 从城市层面构

建中国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研究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作用机制， 分析城市创新

能力的门槛效应， 丰富了相关的研究成果； 第三， 进一步探讨不同地理位置、 城市规模、 行政级别以及

不同程度的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济活力影响的差异性， 以期为不同沿海城市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二、 文献综述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的测算结果， 《贸易便利化协定》 的实施会使全球贸易成本平均降低

１４. ３％， 显著减少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时间， 并为全球带来一万亿美元的出口增长， 因此提高贸易便利化水

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已有研究主要围绕贸易便利化的评价标准和经济影响展开。 评价标准

方面， 贸易便利化的测度方法主要沿用了威尔逊等 （２００３） ［３］ 构建的贸易便利化体系框架， 并进一步采用

算术平均值［４－６］、 主成分分析法［７－９］、 熵值法［１０－１１］ 等方法。 贸易便利化经济效益的相关研究表明， 采用提

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措施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 张勋等 （２０１８）、 马永腾等 （２０２３） 研究发现， 完善的

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降低运输成本、 优化地区间经济联系， 进而通过市场竞争、 市场扩张促进经济增

长［１２－１３］。 殷华和高维和 （２０１７）、 梁江艳和高志刚 （２０２１） 发现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能够降低关税壁垒、
扩大地区经济绩效［１４－１５］。 张祥建等 （２０１９）、 袁航和夏杰长 （２０２３）、 赵明亮等 （２０２３） 发现， 中欧班列

的开通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 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 同时提高了外资和内资的

吸引力， 并通过加速要素流动和技术转移有效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１６－１８］。 在国家和地区的宏观层面，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双边贸易成本［１９］、 增加双边贸易流量［２０－２４］， 是改善国际贸易状况［２５］、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渠道［２６－２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学者们逐渐将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层次细化至省份层面， 以捕捉经济体内部贸

易便利化水平的差异。 殷宝庆等 （２０１６）、 崔鑫生等 （２０１９）、 黎新伍和黎宁 （２０２１） 的研究表明， 提高

省份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对各省份出口技术复杂度、 经济增长、 对外贸易总额、 企业竞争力等方面产生

积极影响［２９－３１］。 赵忠秀和李泽鑫 （２０２２） 进一步发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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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中国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从东部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内陆地区逐渐下降［３２］。
学术界对经济活力的探讨是从其核心内涵的剖析开始的。 金延杰 （２００７） 将城市经济活力定义为城

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力和潜力， 并指出这种能力和潜力来自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吸引力， 表现为经济成

长能力［３３］。 刘越和张露梅 （２０２０） 则认为经济活力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对生产、 生活要素的凝聚力上， 还

涉及对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能力［３４］。 王小广和刘莹 （２０２２） 也提出了经济活力是经济产出持续稳定增长

的潜力的观点， 认为各种生产、 生活要素凝聚力的差异是导致城市间经济活力分化的原因［３５］。
综上， 本文认为城市经济活力反映了城市吸引人力资源、 资本、 原材料、 商品等各种经济要素并利

用这些要素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人力资源、 资本、 原材料、 商

品等生产、 生活要素的凝聚力； 二是将各种经济要素转化为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

放缓， 不少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视角深入研究经济活力的影响因素。 有些学者利用城市夜间灯光指数衡量

城市经济活力。 例如， 逯进和王晓飞 （２０１９） 的研究表明， 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经济活力显著正相关，
但由于投资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东部地区过多的资产投资挤占了其他资源的投入， 对经济活力产生了负

面影响， 而人口老龄化则对中国城市经济活力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３６］。 陈涛和张越 （２０２１） 发现城市

紧凑度能够对城市经济活力产生正向影响， 且该影响随着紧凑度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并指出科技创新能

力和居民收入水平是城市紧凑度影响经济活力的有效途径［３７］。 还有学者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表征城市

经济活力水平。 刘宁宁 （２０２２） 测度了中国七大城市群的经济活力综合指数， 验证了优化城市群空间功

能分工通过降低产业运营成本、 提高财税收支、 完善公共服务， 进而提升城市经济活力的有效路径［３８］。
吴富强等 （２０２２） 从消费活力、 投资活力、 创业活力三个方面测算地区经济活力， 并通过金融集聚的视

角研究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因素， 发现金融集聚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经济活力， 但是由于人力资本不足，
无法满足城市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 对经济活力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３９］。 此外， 塔娜等 （２０２０） 研究

发现， 提升城市人口密度、 增强交通可达性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活力， 说明了人口和交通基础设施对

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性［４０］。 冯章献等 （２０２３） 以东北地区城市为研究对象， 发现人口不断流失的收缩城

市， 其经济活力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城市， 进一步指出了人口对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意义［４１］。
目前， 部分学者的研究涉及了贸易便利化程度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发现贸易壁垒［４２］ 、 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４３］ 等因素阻碍生产要素流动， 从而导致投资、 消费、 产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 对经济增

速产生了明显抑制作用； 而采取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 推动通关一体化等措施加快推进地区贸易便

利化进程则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经济增长速度［４４］ 。 然而， 直接考察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影响的文献

相对匮乏。 因此， 本文旨在探讨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成果。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贸易便利化与沿海城市经济活力

国际贸易活动是生产、 生活资料跨境流动的主要方式， 也是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贸易数

字化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沿海城市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增强城市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降低信息搜集

成本和国际贸易壁垒， 大幅削减国际贸易成本［４５］、 增加双边贸易流量［４６］。 通过精简通关手续、 减少不必

要的报批程序和关卡检验等方式优化通关环境， 可以减少企业为获取快速通关进行的寻租行为， 缓解资

源错配［４７］； 凭借提升港口效率、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贸易便利化手段， 能够促进生产、 生活要素自

由流动， 优化沿海城市对国外生产要素的凝聚能力。 同时，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营商环境的改

善， 能够为外国企业提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和运输来往自由便利， 可以塑造更

为国际化和自由化的投资环境， 从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４８］， 强化沿海城市对国外资本要素的吸引力。
此外， 贸易便利化具有空间集聚效应， 不仅能够带来企业集聚［４９］， 还可以增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有

利于增强创业活力， 为沿海城市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对外贸易活动越便利， 进口商品的种类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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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越高、 价格越低， 越有利于释放沿海城市消费活力。 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 城市制造业可以

更充分地嵌入全球价值链， 有利于形成更加高效的生产网络， 更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竞争效应， 提高沿

海城市生产效率和经济成果产出能力， 进一步提升沿海城市生产活力。 因此，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

强化沿海城市对各种经济要素的凝聚力， 提高城市经济活力， 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然而， 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随着中国生产要素成本

的持续上涨， 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周边国家转移， 中国传统的外贸竞争优势难以保持。 囿于创新能

力不足和生产技术的落后，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反而会加剧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的渗透， 本土企业面

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大， 新企业进入市场更加困难［５０］ 。 因此， 当创新能力较低时，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

平对城市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较小。
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 更多的外国资本和商品流入国内。 一方面， 外资流入能够带来先进的

生产技术， 并通过示范效应提高整个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 另一方面， 本土企业为了与外国企业争夺产

品市场将更加注重自主研发能力， 加快自身技术创新的步伐， 竞争效应的发挥也将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 同时， 根据创新需求拉动理论， 贸易便利化带来出口需求的增加将会扩大企业产品创新的规

模效益， 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除此之外， 贸易便利化带来的企业集聚和人才集聚为城市科技发展提

供创新平台和人才储备， 为技术创新创造有利的环境。 因此， 提高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促进企业空

间集聚， 充分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 从而提高城市创新水平。 随着城市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

升， 制造业由低端嵌入转向高端嵌入， 本土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逐渐获得技术优势， 本土产品在国际市场

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此时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弱化国外产品对本国产品的挤出效应， 同时帮助本土

产品扩大外国市场份额， 充分发挥对城市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 这一阶段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济活力的

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促进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
假设 ２： 沿海城市创新能力是贸易便利化与城市经济活力关系的门槛变量。
（二） 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济活力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首先， 工资水平的作用机制。 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能够促进企业的空间集聚［５１］， 企业数量的增加为

城市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 导致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 当劳动力市场达到新的供求平衡状态时， 工

资水平将会上涨。 贸易便利化还可以降低跨境贸易的时间和运输成本， 并通过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推动

企业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 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５２］， 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有利于提高员工工资水平。 同

时， 丰富的就业机会增加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人才的流入有利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提高劳

动力素质水平， 不断提升工人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技能。 对于企业来说， 工人生产效率越高、 专业技术能

力越强， 工人的价值就越大， 企业为了避免员工流失就会选择改善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在生活

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工资水平的提高将极大增强城市对劳动力资源的集聚能力， 从而提升城市经济活力。
此外， 居民的工资水平越高， 其可支配收入也就越高， 消费能力越强， 越有利于扩大内需， 从而进一步

释放经济活力。 而沿海城市人口密集、 市场经济发达， 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 因此， 改善沿海城市贸易

便利化水平能够提高居民工资水平， 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 拉动城市经济增长， 促进了沿海

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
其次， 金融规模的作用机制。 贸易便利化能够扩大国际贸易规模， 产生大量的跨境支付结算和货币

兑换， 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 吸引更多境外金融机构进入本地金融市场， 扩大城市金融

规模， 意味着城市对资本要素吸引力的提升。 同时，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城市经济集聚， 加

速资本要素的流动， 而频繁的资金往来也将会引起城市金融规模的扩张。 此外， 由于中国居民储蓄率

相对较高， 因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改善而增加的居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将转化为银行存款， 这进一步扩大

城市金融规模。 而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为私营个体和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提供更加丰富多样、 专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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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和服务， 有利于提升城市创业活力。 同时， 银行凭借更大的金融规模能够为居民的超前消费

和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提供更多的支持， 从而刺激城市的消费与投资需求， 有效缓解经济增速下降的趋

势， 为释放城市经济活力作出贡献。 因此， 扩大金融规模可能是贸易便利化提升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

机制。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 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提升沿海城市经济活力。
假设 ４： 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通过扩大金融规模提升沿海城市经济活力。

四、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关于贸易便利化与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ＣＥＶｉｔ ＝α０ ＋α１ＴＦＩｉｔ ＋αｎＸｎｉｔ ＋γｉ ＋μｔ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表示城市， ｔ 表示年份， ＣＥＶｉｔ 代表被解释变量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 ＴＦＩｉｔ 为核心解释变量沿

海城市贸易便利化指数； Ｘｎｉｔ 代表控制变量， 包括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ａｎ）、 对外贸易水平 （Ｔｒａｄｅ）、 政府

干预程度 （Ｇｏｖ）、 国际资本流入 （ＦＤＩ） 与和产业结构 （ Ｉｎｓｔｒｕ）； γｉ 和 μｔ 分别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经济活力 （ＣＥＶ） 是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和潜力的综合指标， 主要包括对人力资源、 资本、 原

材料、 商品等生产、 生活要素的凝聚力和将各种经济要素转化为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两大方面。 本文将

经济活力的内涵界定为经济增长活力、 创业活力、 生产活力、 消费活力、 投资活力五个维度。 参考许士

道和江静 （２０２１） ［５３］、 吴富强等 （２０２２） ［３９］、 陈和王 （Ｃｈｅｎ ＆ Ｗａｎｇ， ２０２２） ［５４］ 的研究， 分别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城市经济活力五个维度的代理变量， 并使用熵值法测度经济活力综合指数。 与主

观赋权法相比， 熵值法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原始数据的信息， 计算结果更客观、 更可信。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威尔逊等 （２００３） ［３］ 的指标体系框架， 从通关环境、 港口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 贸易数字化水平

四个维度衡量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 通过数据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后， 使用熵值法计算各城市贸易便利化

指数。 参考已有研究［４－５，３２，５５］， 贸易便利化 （ＴＦＩ）
四个维度代理指标的选取具体如下。 首先， 使用

历年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作为通关环境的代理变量。
其次， 使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港口货物吞吐量

作为港口效率的代理变量。 再次， 以铁路里程

数 ／城市面积、 公路里程数 ／城市面积、 年末实

有城市道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最

后， 使用互联网接入用户数， 移动电话年末用

户数，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

员数， 电信业务收入来衡量城市层面贸易数字

化水平。 具体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通关环境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港口效率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港口货物吞吐量

交通基础设施 铁路里程数 ／ 城市面积

公路里程数 ／ 城市面积

年末实有城市道路

贸易数字化水平 互联网接入用户数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

电信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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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比较不同城市经济活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发现， 中国沿海城市经济活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存在

显著的城际差距。 参考已有研究［５６－５７］， 本文以长江流域为分界线， 将中国沿海城市划分为南北方沿海城

市， 图 １、 图 ２ 的结果显示， 中国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和经济活力呈现出明显的 “南高北低” 的空间

特征。

图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不同地区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趋势

图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不同地区沿海城市经济活力趋势

３.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 本文选择了一系列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分别使用每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Ｌａｂｏｒ）、 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代表城市的对外贸易水平 （Ｔｒａｄｅ）、
采用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度量政府干预程度 （Ｇｏｖ）、 使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代表国际资本流入 （ＦＤＩ）、 使

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 （ Ｉｎｓｔｒｕ）。
（三）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 ４９ 个沿海城市的面板数据， 分析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

影响。 数据来源自北京福卡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ＥＰＳ） 中国城市数据库、 ＥＰＳ 中国区域经济数据

库、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国港口年鉴以及各个城市统计年鉴和年度统计公报， 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

值法补齐。 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使用软件 ＡｒｃＧＩＳ 处理得到各城市夜

间灯光指数平均值。 由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仅能查询到省级、 直辖市的数据，
各地级市数据由所属省份的数据代替， 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 本

文将经济活力 （ＣＥＶ）、 贸易便利化 （ＴＦＩ）、 人力资本水平 （Ｌａｂｏｒ）、 对外贸易水平 （Ｔｒａｄｅ）、 政府干

预程度 （Ｇｏｖ）、 国际资本流入 （ＦＤＩ）、 产业结构 （ Ｉｎｓｔｒｕ） 这些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变量说明与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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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主要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ＥＶ 经济活力指数 ０. ０８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８９ ０. ０１６ ０. ５５６

ＴＦＩ 贸易便利化指数 ０. ０８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８６ ０. ０１４ ０. ５６８

Ｌａｂｏｒ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对数值 ４. ６８７ ４. ６９２ １. １８８ １. ３５３ ７. １０８

Ｔｒａｄｅ 进出口贸易总额对数值 １３. ６３０ １３. ５９６ １. ８３４ ８. ０７２ １７. ７５８

Ｇｏｖ 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１２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０ ０. ３３６

ＦＤＩ 实际利用外资额对数值 １０. ７４６ １０. ８７９ １. ６３０ ５. ７７５ １４. ９４１

Ｉｎｓｔｒｕ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９３. ３６２ ９５. ０６５ ６. ６２３ ５２. ９２０ ９９. ９７０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法和固定效应 （ＦＥ） 模型， 考察贸易

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影响。 由表 ３ 列 （１） 可知， 未加入控制变量时， ＴＦＩ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 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提高港口效率、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优化通关环境、 升级贸易

数字化水平等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够增强沿海城市对各种要素的凝聚力， 激发沿海城市经济增长速度，
提升了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 即初步验证了假设 １。 加入控制变量、 时间和城市个体固定效应后，
ＴＦＩ 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在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后， 贸易便利化依旧能

够提升城市经济活力水平。 此外， Ｔｒａｄｅ、 ＦＤＩ 和 Ｉｎｓｔｒｕ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与国外经济联系更密

切、 产业结构更合理的沿海城市， 其经济活力水平可能更高。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ＯＬＳ

（１） （２）
ＦＥ

ＴＦＩ １. ２４０ ６∗∗∗ ０. ７９１ ５∗∗∗ ０. ２５５ 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 ０４２ ５） （０. ０８２ ８）

Ｇｏｖ －０. ０１５ ０ ０. ０３５ 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 ０６１ ０）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１１ ４ ０. ００９ ２

（０. ０１５ １） （０. ０２４ ０）

Ｔｒａｄｅ ０. １１２ ７∗∗∗ ０. ０９５ ７∗∗∗

（０. ０１６ １） （０. ０１８ ８）

ＦＤＩ ０. ０８８ ７∗∗∗ ０. ０３４ ５∗∗

（０. ０１３ ７） （０. ０１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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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ＯＬＳ

（１） （２）
ＦＥ

Ｉｎｓｔｒｕ ０. ８６６ ７∗∗∗ １. ０６３ ８∗∗∗

（０. ２１９ ６） （０. ３０１ ４）

常数项 ０. ５４７ ３∗∗∗ －７. ０９０ ６∗∗∗ －８. ６３７ ５∗∗∗

（０. ０５７ ０） （１. ０１６ ９） （１. ３５４ ０）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Ｒ２ ０. ８１４ ０. ８４７ ０. ９６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双侧）； 括号内为标准误； 后表同。

（二） 面板门槛效应

在不同创新能力水平下， 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为此，
本文以创新能力 （Ｔｅｃｈ） 作为门槛变量， 使用专利授予数衡量城市科技创新能力， 采用面板门槛回归

模型验证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非线性促进作用。 构建基于创新能力的单门槛面板数据回

归模型：
ＣＥＶ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ＦＩｉｔＩ（Ｔｅｃｈｉｔ ≤ λ） ＋ β２ＴＦＩｉｔＩ（Ｔｅｃｈｉｔ ＞ λ） ＋βｎＸｎｉｔ ＋γｉ ＋μｔ ＋εｉｔ （２）

其中， Ｔｅｃｈ ｉｔ 表示门槛变量创新能力； λ 为门槛值； Ｉ （·） 为指示函数， 在指定区间内， Ｉ ＝ １， 否

则 Ｉ＝ ０。 使用自抽样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 反复抽样 ４００ 次得到创新能力 （Ｔｅｃｈ） 的门槛值为 ７. ９７３ ８， ９５％的

置信区间为 （７. ９５０ ５， ７. ９７４ ５）。 回归结果显示， 单一门槛特征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对应的 Ｆ 值为

８３. ２９ （大于 ５％的临界值）。 由表 ４ 可知， 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明显存在于贸易便利化与沿海城市经济活

力的关系中。 当创新能力低于 ７. ９７３ ８ 时， 贸易便利化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５６９ ３ （Ｐ＜１％）； 当创新能力高

于 ７. ５７３ ８ 时， 贸易便利化的估计系数则提升至 ０. ８８０ ６ （Ｐ＜１％）。 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 ２， 说明在创

新能力的影响下， 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

表 ４　 单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ｔ Ｐ ９５％置信区间

Ｇｏｖ ０. ０１３ ７∗∗∗ ０. ００３ ９ ３. ４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０２１ ７）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０２ ２ １. ７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８ ３）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５ ８∗∗∗ ０. ００１ ４ ４. 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８ ７）

ＦＤＩ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 ０６ ０. ９５５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０２ １）

Ｉｎｓｔｒｕ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０２４ ７ －１. ０４ ０. ２９７ （－０. ０７４ １， ０. ０２２ ７）

ＴＦＩ （Ｔｅｃｈ≤７. ９７３ ８） ０. ５６９ ３∗∗∗ ０. ０５２ ７ １０. ８１ ０. ０００ （０. ４６５ ９， ０. ６７２ ７）

ＴＦＩ （Ｔｅｃｈ＞７. ９７３ ８） ０. ８８０ ６∗∗∗ ０. ０３１ ０ ２８. ４４ ０. ０００ （０. ８１８ ０， ０. ９４１ ３）

常数项 ０. ０７０ ０ ０. １０４ ２ ０. ６７ ０. ５０２ （－０. １３４ ５， ０. ２７４ ５）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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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１. 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为了识别出更为准确的计量结果， 本文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省

份固定效应。 表 ５ 的 ＦＥ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贸易便利化的回归系数与基础回归的结果并无明显差异， 证

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２. 更换估计方法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 （经济活力） 的取值为 ０～ １， 本文进一步采用面板截尾回归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

计。 表 ５ 的回归结果显示， 贸易便利化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进一步说明了研究结论

的稳健性。
３.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逯进和王晓飞 （２０１９） ［３６］、 陈涛和张越 （２０２１） ［３７］ 的研究， 使用各沿海城市的夜间灯光指数代

表城市经济活力水平。 夜间灯光数据是基于光学遥感技术探测夜间微光所得， 具有覆盖范围大、 易获取

等优势， 可以显示城市夜间人类活动的差异， 能够反映城市经济活力水平。 表 ５ 的回归结果表明， 贸易便

利化指数的回归系数依旧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与基础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 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
４. 内生性处理

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越高， 与外界贸易联系越密切， 对交通便利性的要求也就越高， 这促使政

府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提高了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 另外， 经济活力水平越高意味着城市中

的经济活动更频繁， 政府部门、 企业的贸易经验也会更加丰富、 工作效率更高， 从而使城市贸易活动

更加便利高效。 上述原因会导致贸易便利化与经济活力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 因此， 本文通过构建

工具变量处理贸易便利化和经济活力互为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参考李波和杨先明 （２０１８） ［４］ 、
杨逢珉和田洋洋 （２０２１） ［５８］ 的做法， 利用滞后两期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做工具变量， 运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 （２ＳＬＳ） 法进行回归。 表 ５ 结果显示， 贸易便利化的回归系数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同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的结果均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工具

变量弱识别的零假设， 且第一阶段 Ｆ 统计量也远大于 １０， 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 这说明在

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 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即本文的主要结论依旧

稳健。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ＦＥ Ｔｏｂｉｔ 替换被解释变量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ＴＦＩ ０. ０３４ ８∗∗∗ ０. ７４３ １∗∗∗ ０. ０６１ ７∗∗ ０. ５４２ 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 ０４２ ５） （０. ０２６ ８） （０. １７７ ４）

Ｌ２. ＴＦＩ ０. ３７６ １∗∗∗

（０. ０７４ ２）

常数项 ０. ４６７ ８∗∗∗ －７. １７０ ４∗∗∗ ３. ９７２ ８∗∗∗ －５. ５２６ ０∗∗∗ －９. ２４３ ６

（０. １１８ ８） （１. １２５ ２） （０. ４８１ ０） （１. １０７ ４） （１. ９１１ 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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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变量 ＦＥ Ｔｏｂｉｔ 替换被解释变量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８９. ０３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９６. ３１２∗∗∗

第一阶段 Ｆ 统计量 ２５. ６９

样本量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８２ ７８４ ７８４

Ｒ２ ０. ９０５ ０. ９９１ ０. ９７８ ０. ９９６

（四） 机制检验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贸易便利化影响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有效路径， 本文选取工资水平、 企业利润、 金融

规模作为机制变量， 根据文雁兵等 （２０２２） ［５９］、 牛志伟等 （２０２３） ［６０］ 的做法， 采用四段式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贸易便利化对于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机制， 以增强实证链条的完备性。 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

析， 结合式 （１）， 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Ｍｉｔ ＝ η０ ＋ η１ＴＦＩｉｔ ＋ηｎＸｎｉｔ ＋γｉ ＋μｔ ＋εｉｔ （３）

ＣＥＶｉｔ ＝ η０ ＋ η１ ＋Ｍｉｔ ＋ηｎＸｎｉｔ ＋γｉ ＋μｔ ＋εｉｔ （４）
ＣＥＶｉｔ ＝ η０ ＋ η１ＴＦＩｉｔ ＋ η２Ｍｉｔ ＋ηｎＸｎｉｔ ＋γｉ ＋μｔ ＋εｉｔ （５）

其中， Ｍｉｔ 代表工资水平、 金融规模等机制变量， 分别使用职工平均工资表示城市工资水平、 使用年

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表示金融规模。 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式 （１） 相同。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工资水平和

金融规模是贸易便利化激发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有效途径①。
（五）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南北方沿海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且不同规模、 行政级别城市的经

济基础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贸易便利化在不同区域、 行政级别、 规模的沿海城市对经济活力

影响的差异， 以及贸易便利化程度的高低对城市经济活力影响的差异， 本文从城市地理位置、 城市规模、
城市行政级别、 贸易便利化程度四个角度进行分析， 探讨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异质性影响，
进一步剖析贸易便利化与经济活力之间的紧密联系。

１. 地区异质性

不同区域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 政策倾斜程度、 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 可能会

造成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济活力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因此， 根据沿海城市所处地域不同， 本文以长

江流域为分界线， 将 ４９ 个沿海城市划分为北方沿海城市和南方沿海城市两大类， 验证贸易便利化对

经济活力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表 ６ 区域位置的回归结果显示，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方沿海城市 ＴＦＩ 的
回归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这说明贸易便利化在南方、 北方沿海

城市中都能发挥提高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 但是该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即南方沿海城市贸

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北方沿海城市。 原因可能在于， 与北方沿海城市相比，
南方沿海城市经济基础更好， 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中国由南向北的开放格局使得南方沿海城市

拥有更成熟的开放环境， 容易接触并吸收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 不断提升其创新能力， 相对充分地

发挥了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南北方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对经济

活力促进作用的差异， 可能是导致近年来南北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差距逐渐扩大的重要原因。

２４

① 限于篇幅， 省略机制分析的具体回归结果，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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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规模异质性

根据 《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５１ 号）， 中国城市规模划分的标准

为： 城区常住人口 １ ０００ 万及以上的为超大城市、 ５００ 万及以上 １ ０００ 万以下的为特大城市、 １００ 万及以上

５００ 万以下的为大城市。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 特大城

市人口基本情况》 显示， 中国超大、 特大城市中属于沿海城市的有上海、 深圳、 广州、 天津、 东莞、 青

岛、 大连 ７ 个城市。 因此， 按照城市规模的不同， 将超大－特大沿海城市划分为中心沿海城市， 将其他沿

海城市划分为非中心沿海城市两大类。 表 ６ 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中心沿海城市和非中心沿海城市

中 ＴＦＩ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但回归系数大小存在明显差异。 具体来讲， 中心沿海城市

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远大于非中心沿海城市。 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是中心沿海城市人口规

模更大， 人力资源更加丰富， 可以更好地享受到人口优势带来的劳动力红利， 经济发展潜力更大， 贸易

便利化的改善更容易激发城市经济活力； 二是更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更大的消费市场， 这使得中心沿海

城市在消费拉动上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且中心沿海城市具有更强的资源集中与配置能力， 可以更好地

满足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的需求； 三是中心沿海城市可能会通过虹吸效应集聚非中心沿海城市的生产、
生活要素， 从而削弱周边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 因此， 贸易便利化对中心沿海城

市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３. 行政级别异质性

本文将沿海城市划分为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等地级以上沿海城市和地级沿海城市两类，
进一步研究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在不同行政级别城市间的差异。 表 ６ 行政级别的回归结

果显示， 地级以上沿海城市和地级沿海城市 ＴＦＩ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前者远远大于后者。 这说明在

不同行政级别沿海城市中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产生正向影响， 但地级以上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对经济

活力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地级沿海城市。 原因可能是高行政级别代表城市拥有更高的资源调配权限， 往往

能够吸引更多生产、 生活要素的流入， 可以更好地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同时， 更高的行政级别意味着

城市管理权限更高， 受到的行政限制更小，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 地级以上沿海

城市行政级别更高， 行政命令制定及实施更加迅速， 政策效应更大。 因此， 当贸易便利化水平不足以充

分地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时， 政府部门能够及时发现并迅速作出政策反应， 更有利于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

济活力促进作用的发挥。 所以， 行政级别越高的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 另外，
地级沿海城市 Ｇｏｖ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而地级以上沿海城市 Ｇｏｖ 的回归系数并没有出现

显著为负的情况， 说明在行政级别较低的沿海城市中可能存在政府干预过度的现象， 不利于城市经济活

力的提升。
４. 贸易便利化程度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按照贸易便利化程度的高低， 将沿海城市分为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城市以及贸易

便利化程度较低的沿海城市两大类， 研究不同贸易便利化水平下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 表 ６
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 ＴＦＩ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在贸易便利

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中 ＴＦＩ 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且前者数值远高于后者。 这说明不论是贸易便

利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城市还是贸易便利化程度较低的沿海城市，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都能对当地经济活

力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 同时， 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城市的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可

能的原因是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在凝聚生产、 生活要素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从而

更容易发挥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 这同样说明， 当前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并

没有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 意味着沿海城市贸易便利程度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没有达到最优贸

易便利化水平。 因此， 贸易便利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准的沿海城市更应当努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扩大

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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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区域位置 城市规模 行政级别 贸易便利化程度

南方

沿海城市

北方

沿海城市

中心

沿海城市

非中心

沿海城市

地级以上

沿海城市

地级

沿海城市

便利化程度

较高城市

便利化程度

较低城市

ＴＦＩ ０. ６２５ ４∗∗∗ ０. １４６ ９∗∗∗ ０. ６６６ 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 ３６２ ０∗∗∗ ０. ０２４ ５∗∗∗ ０. ５４５ ８∗∗∗ ０. ２４５ ４∗∗

（０. ０４８ １） （０. ０５４ ２） （０. １９５ ０）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１２９ ３） （０. ００６ ９） （０. １１６ ７） （０. １０２ ９）

Ｇｏｖ －０. ０６３ ６∗∗∗ －０. ０２４ ７∗∗∗ ０. ５６５ ７∗∗∗ －０. ０２４ ５∗∗∗ ０. ０２４ ９ －０. ０２９ ２∗∗∗ －０. ０２３ ４ －０. ０７３ １

（０. ０１３ ８） （０. ００７ ７） （０. １４２ ９）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０２４ ４） （０. ００６ ９） （０. ０１４ ６） （０. １１６ １）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０４ ８ ０. ００３ ８ ０. ３６５ ７∗∗∗ －０. ００３ ３ ０. ０２７ ４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８ ３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０７ ２）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５７ ９）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６ ７） （０. ０２６ ３）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８ ７∗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５５１ ８∗∗∗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４ １ －０. ００２ ４ ０. ０１７ ３∗∗ ０. ０７３ ９∗∗∗

（０. ００４ ８）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２００ ２）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６ ９） （０. ０２５ ７）

ＦＤＩ ０. ００７ ０∗∗∗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４ ６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２６ ４∗∗∗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５ ６∗ ０. ０５２ ２∗∗∗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３９ ５）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６ ５）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３ ３） （０. ０１８ ６）

Ｉｎｓｔｒｕ ０. ０８５ ７ －０. ０７９ ６∗∗∗ ８. ８６９ ４∗∗ －０. ０４２ ８∗ －０. ８２７ ３ －０. ０６４ ２∗∗∗ －０. ０４５ ２ ０. ９７４ ４∗∗∗

（０. ０６８ ６） （０. ０２７ ３） （３. ８６８ １） （０. ０２２ ４） （０. ６２８ ０） （０. ０２４ ８） （０. ０７５ ２） （０. ３４５ ７）

常数项 －０. ２５４ ４ ０. ３４５ ４∗∗∗ －５１. １３８∗∗∗ ０. ３０１ ６∗∗∗ ３. ３９６ ０ ０. ３４５ ８∗∗∗ －０. １４８ ３ －８. ７２１ ３∗∗∗

（０. ３３１ ７） （０. １１４ ７） （１７. ８９６ ２） （０. ０９８ ９） （２. ８５３ ２） （０. １０９ ９） （０. ３６４ ７） （１. ５９３ ２）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２４ ５５８ １２６ ７５６ １４４ ７３８ ４５０ ４３２

Ｒ２ ０. ８６４ ０. ９４７ ０. ９５７ ０. ８６８ ０. ９４９ ０. ８３２ ０. ９２２ ０. ９３０

　 　 注： 分组结果均通过了自抽样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１ ０００ 次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４９ 个沿海城市的面板数据， 测度了沿海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和贸易便利

化综合指数， 深入考察了贸易便利化与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结论包括： （１） 沿海城市贸易便

利化和经济活力稳步提升， 但南北方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程度差距显著， 区域间经济活力差距较为明显。
（２） 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

立。 （３） 创新能力是贸易便利化与经济活力关系的门槛变量， 当沿海城市创新能力跨过门槛值以后， 贸

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升。 （４） 提高工资水平、 扩大金融规模是贸易便利化提高沿海

城市经济活力水平的重要渠道。 （５） 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存在异质性。 贸易便利

化对南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北方沿海城市；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贸易便利化释放城

市经济活力的能力增强； 行政级别更高的沿海城市可以更有效地发挥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济活力的促进

作用； 在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城市中， 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政府应因城施策， 着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北方城市贸易便利化水平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需要借鉴南方沿海城市贸易便利化发展方向的相关经验。 应当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港口效

率、 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 推动贸易数字化发展等手段提高城市贸易便利化程度， 使其达到能够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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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对经济活力促进作用的最优水平。
第二， 政府应落实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的政策， 加大创新资金扶持力度， 鼓励企业、 研究所和高

校合作创新， 促进知识流动与溢出， 推动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越过门槛值， 更有效地发挥贸易便利化对经

济活力的促进作用。
第三， 政府应避免过度干预， 注重保障企业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贸易便利化带

来的经济成果在企业、 劳动者和政府之间分配， 提高工资水平。 完善人才引进政策， 提升高素质人才的

福利待遇， 并针对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强化贸易便利化对企业产生的集聚效应， 为城市吸引更多的企业

和人才。 另外， 应当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进入本地金融市场， 不断扩大本地金融规模， 同时优化金融监管

体系， 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第四， 基于贸易便利化对城市经济活力影响作用的异质性特征， 南方沿海城市、 较大规模和较高行

政级别沿海城市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释放沿海城市经济活力， 优先探索建设

海洋中心城市的有效路径， 为其他城市的发展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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